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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两结合”还是理想化现实主义
———工农兵文学创作方法论

刘江

（柳州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科研处，广西 柳州 ５４５００７）

［摘　要］从１９４０年代初到１９７０年代后期的工农兵文学，所采用的创作方法不是“社会主义现实
主义”，也不是“两结合”即“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而是“理想化现实主义”。

这种创作方法一方面要求作品一定要表现出“将来的光明和希望”，另一方面又要求作品集中地、

强烈地、典型地体现阶级斗争的形势，呈现分明的阶级阵线和人物鲜明的阶级本质，体现党的阶级

政策。“理想化现实主义”具有一定局限性：首先，工农兵文学的急功近利性减弱了其文学性；其

次，这一创作方法采用了统一的、规范化的认识和运用，以致造成工农兵文学的趋同化和类型化，如

果对其允许有不同的认识和处理，是不会影响文学的多样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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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
合”这一“两结合”创作方法，在“文革”之前虽然有

过争议，但理论界一般都将其认作是２０世纪５０年
代末６０年代初之后至新时期之前我国文学创作方
法的标志。而进入新时期之后，特别是进入２１世纪
以来，却有不少人对此提出了质疑。如有人问：“两

结合”是一种独立的创作方法吗？［１］更有人指出：

“两结合”作为一种创作方法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

义值得怀疑［２］。

回首争议的前前后后，一个问题萦绕在笔者

的脑际：姑且认定“两结合”是１９５８年之后中国主
流文学（工农兵文学）的创作方法，那么在１９５８年
这一创作方法提出之前，工农兵文学采用的是一

种什么创作方法？进而还有一个问题：从１９４０年
代初到１９７０年代后期的整个工农兵文学有没有
统一的创作方法？如果没有，那么该怎样理解工

农兵文学的整体性？如果说有，那这一创作方法

又是什么？

众所周知，文学的创作方法与作品的形态是直

接相关的，因此研究创作方法关系到对整个工农兵

文学的认识问题，特别是在当前对工农兵文学争议

颇多的情势下，对其创作方法的研究具有特别的

意义。

　　一、两种创作方法的提出以及各自

的涵义

　　实际上，在“两结合”的创作方法提出之前，工
农兵文学的倡导者毛泽东早就提出了他对创作方

法的主张。１９３８年４月，他在对鲁迅艺术学院的
讲话中，指出：“我们主张艺术上的现实主义，但这

并不是那种一味模仿自然的即流水账式的‘写实’

主义者，因为艺术不能只是自然的简单再现。至

于艺术上的浪漫主义，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的。”［３］（Ｐ１６）这反映出他一方面主张现实主义，另一

方面又不满足于一般的现实主义。他提倡按照生

活的本来样式去描写生活，但这“生活”又不是原

本的形态，而是融进了理想的“现实”。他又说：

“一种艺术作品如果只是单纯地记述现状，而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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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将 来 的 理 想 的 追 求，就 不 能 鼓 舞 人 们 前

进。”［３］（Ｐ１６）基于此，笔者曾把他的主张概括为“理

想化现实主义”［４］。１９３９年５月，毛泽东在为鲁迅
艺术学院周年纪念题词时，又一次重申抗日的现

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３］（Ｐ２４）重申他所主张的

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之间的联系，实际上也就是

强调现实主义与理想的联系。１９４２年《在延安文
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虽然没有专门论述

创作方法的问题，但是他说，“文艺作品中反映出

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

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３］（Ｐ６４）。

这里对“普通的实际生活”和“理想”的强调，也是

对“理想化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表述。所有这些

都告诉我们：工农兵文学在初创时期，就有统一的

创造方法的指导。或者说，早期的工农兵文学，它

所奉行的创作方法是理想化现实主义。

至于“两结合”的问题，１９５８年３月，在成都召
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中国新

诗的发展道路时指出：“形式是民歌，内容应是现

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对立的统一。”［５］这里说的是革

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两者“对立的统一”，

虽然没有直接说到“两结合”，但“统一”自然有

“结合”的意味，这是毋庸置疑的。正式称之为“结

合”的是郭沫若。在 １９５８年 ４月出版的第 ７期
《文艺报》上，郭沫若发表了就《蝶恋花》答该刊编

者的信，信中称毛泽东的这首词是“革命的浪漫主

义与革命的现实主义的典型的结合”。而更大规

模地宣传“两结合”创作方法的则是周扬，在同年

６月１日的《红旗》创刊号上，他发表了《新民歌开
拓了诗歌的新道路》，对“两结合”作了理论上的阐

释和论证。

然而，“两结合”到底是什么意思？或者说，是

革命现实主义的什么与革命浪漫主义的什么相结

合？“文革”之前最具权威的解释者是周扬，他特别

指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者中，强调的是浪漫主

义，而浪漫主义意味着理想，革命的浪漫主义则是意

味着共产主义的精神和理想。［５］因此，所谓“两结

合”，指的就是现实主义所体现的生活的“自然”式

样，同浪漫主义的“理想”的结合。也就是说，作品

一方面要表现生活的原本形态，另一方面又要体现

革命的理想。在当时，人们特别强调理想、想象和夸

张。［６］在１９６０年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文代会上，正式
确定了这种创作方法，并以之取代了原先的社会主

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５］

　　二、对工农兵文学总体创作方法的

认定

　　其实，所谓“结合”，应该是两者本质特点或独
特因素的结合，而“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

主义相结合”却并非如此，因为“理想”并非是浪漫

主义的本质特点，亦非他的独特因素。从这一意义

上说，这“两结合”并非是本质意义的现实主义和浪

漫主义的结合。正因如此，“两结合”的创作方法是

否存在，确实是值得怀疑的，需要作深入的论证。

笔者要进一步论证的是：既然“理想化现实主

义”是提倡按照生活的本来样式去描写生活，但这

生活又不是生活自然的原本的形态，而是融进了理

想的“现实”；而“两结合”，也就是现实主义所体现

的生活的自然式样同浪漫主义的“理想”的结合。

可见，两者都特别强调“理想”。如此一来，我们很

快就能找到“理想化现实主义”和所谓“革命的现实

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即“两结合”）这两

种创作方法的共同性或一致性：一方面按照生活的

自然面貌去描写生活，另一方面从中表现出理想。

这样，我们就可以认定：这两种创作方法其实是一样

的。实际上，所谓“两结合”，其实就是“理想化现实

主义”。或者说，就是周恩来谈到“我们的现实主

义”时所说的“理想的现实主义”［７］。

还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周扬说的“两结合”，他

提出的现实根据是“当前”即“大跃进”时代的特点

和需要［５］，认为在当时全民奋进而又困难重重的政

治情势下，文学应该以革命的理想激励人们前进，着

意于表现理想，实际上是认为革命的现实主义已经

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才又另外增加一个革命的

浪漫主义［５］，所以，“两结合”只是在某种特定时代

的一种特有的说法而已，并不是“理想化现实主义”

之外的一种新的创作方法。由此，我们完全可以把

“理想化现实主义”和“两结合”统称为“理想化现实

主义”。这也就是说，从１９４０年代初工农兵文学诞
生开始，它所采用的就是“理想化现实主义”的创作

方法。从１９４０年代初至１９７０年代后期历时３０余
年的工农兵文学的创作实际看，“理想化现实主义”

也的确是工农兵文学一以贯之的创作方法。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的“理想化现实主义”，

不但是一种创作手法，更是一种创作精神。它的内

涵是非常丰富的，对其解读的关键在于对“理想”的

理解上。

毛泽东在强调“理想”之后，紧接着说：“在现状

·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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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看出缺点，同时看出将来的光明和希望，这才是革

命的精神。”［３］（Ｐ１６）毛泽东所说的“理想”，就是“光明

和希望”。所谓“理想化”，就是要在作品中表现出

“将来的光明和希望”。而“理想化现实主义”，就是

不但“在现状中看出缺点”（这‘缺点”包括工作中碰

到的种种困难和挫折），更是要“看出将来的光明和

希望”。工农兵文学，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前的即早

期的工农兵文学，就是依照这一精神去表现生活的。

例如工农兵文学的代表作品———赵树理的小说《小

二黑结婚》所表现的就是：新的婚姻、爱情观念在同

旧的传统观念作斗争的过程中，虽然遇到了重重困

难和挫折，但终于结局圆满，心想事成。它让广大工

农兵群众看到了婚姻爱情的“光明和希望”。同样，

反映土改运动的《暴风骤雨》和《太阳照在桑干河

上》所描写的都是工作队进村后，虽然遇到了地主

阶级的反抗和破坏，但在贫下中农的支持下，终于斗

垮了地主，取得了土改斗争的胜利；反映抗日斗争的

《吕梁英雄传》《新儿女英雄传》《洋铁桶的故事》所

描写的也都是中国军民在抗日斗争中克服了种种艰

难困苦，最终战胜了日寇……这些作品无一不展现

出革命的前景，展现了工农兵的革命理想。

在“文革”之前即中期的工农兵文学作品中，这

种不但“在现状中看出缺点”，更要“看出将来的光

明和希望”，即特别重视展现革命理想的创作思想，

同样表现明显。比如反映大革命运动的《红旗谱》

《青春之歌》《三家巷》等，同样不但写出了革命所受

到的挫折，更是写出了最终取得的胜利；反映工商业

社会主义改造的《上海的早晨》，也一方面写出了改

造过程中遇到的种种艰难，又写出了最终这一改造

又得以胜利完成；反映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创业史》

《山乡巨变》《三里湾》，也是一方面写出了运动中的

种种矛盾和斗争，又写出了最终是以胜利告终。即

使是那些不是反映政治运动而是反映新的精神生活

的作品，如《新结识的伙伴》《李双双小传》等，也是

一方面写出种种思想矛盾，又写出了最后新思想得

以确立。甚至那些“文革”期间被认为是工农兵文

学消亡期出版的作品，如《万山红遍》《海岛女民兵》

《金光大道》等，也莫不如此，都是以革命的胜利、理

想的实现为结局的。

上述是对“理想”的一种理解，也是“理想化现

实主义”的内涵之一。还有另一种理解，或者说“理

想化现实主义”还有另一种内涵———在上面的相关

引文中，毛泽东是把“理想”与“集中”、“强烈”、“典

型”相联系的。这又告诉我们：“理想化现实主义”

不但要求“看出将来的光明和希望”，而且要做到作

品中的人物和故事比实际生活“更有集中性、更典

型、更强烈”［３］（Ｐ６４）。只有“更集中”了、“更典型”

了、“更强烈”了，才能做到“更理想”，从而达到“理

想化”的效果。也就是说，作品的故事和人物，要

“集中”地、“典型”地、“强烈”地体现出党的革命思

想和政策，表现出工农兵群众的精神，突出地表明作

者的“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３］（Ｐ４９），这才是“理想

化”。“文革”之前的工农兵文学，实际上就是这么

做的。无论是政治运动，还是抗日斗争的各种描写，

都比实际生活更“集中”、更“典型”、更“强烈”地表

现出斗争的形势，从而也更“集中”、更“典型”、更

“强烈”地凸显工农兵的革命精神和政策精神。那

些反映农业合作化的作品，地主、富农的暗中阻挠和

破坏，中农的徘徊、动摇，贫下中农的坚定，已经成为

故事情节的基本框架，这框架是完全符合工农兵的

阶级立场的，完全符合“理想化”的原则的；而日寇

的凶残，汉奸的为虎作伥，八路军的不怕艰难、不怕

牺牲，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持以及最终的胜利，也成了

表现抗日斗争作品内容的基本框架。同样，表现社

会新面貌的作品，也都“理想化”地写出当时各种

“新”的思想和精神。诸如“大跃进”、人民公社、大

炼钢铁以及“大字报”、“大锅饭”等。总之，工农兵

文学作品，都是“理想化”地展现党对革命形势的分

析和党的政策，“理想化”地展现工农兵的理想和工

农兵群众的革命精神。

　　三、“理想化现实主义”和“社会主

义现实主义”之比较

　　在以往的文学史著作和评论文章中，多是把
“两结合”之前即１９５８年之前工农兵文学创作方法
称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上面的相关引文中所

说“原先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就表明

了这一意思。

事实并非如此。虽然在 “两结合”提出之前，我

国文艺界、学术界所讲的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但正如上面所说，实际上奉行的创作方法是“理想

化现实主义”。之所以声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只是在学习苏联的背景下，我国表明的一种“学习”

和“顺从”的姿态罢了。事实上，我国所奉行的“理

想化现实主义”，与苏联奉行的“社会主义现实主

义”，有着很大的不同。

我国的工农兵文学在“理想化现实主义”特别

是“理想化”的思想指导下，尽管说要表现生活的原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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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形态，但作品中的生活面貌，其实同实际生活之间

有不小的距离，或者说有不少的差异。我们认真审

察一下会发现，无论是早期还是中期的工农兵文学

中的人物和故事即使描写得生动逼真，但都不完全

是生活的自然面貌。这表现在：描写政治运动的作

品，都有明显的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

思想影子。一些作品如《三里湾》，因为作者赵树理

在农村合作化运动中，对于“富农在农村中的坏作

用”，他见到的不具体［８］，所以没有写出，因而就受

到一些人的非议。而广东作家陈残云的《香飘四

季》，从“阶级斗争生活的移位”等三个方面改写了

当代文学中有关农业合作化题材长篇小说的创作模

式［９］，在１９６０年代就得不到一些批评家的认可。生
活事件中阶级阵线的分明、人物性格中阶级本质的

突出，是工农兵文学作品的共同特点，也是它们失真

或者说部分失真的表现。这样，它们就成了宣传革

命的“思想的教科书”。而作品中对人物、事件“理

想化”的政策处理，又使它们成了“政策的读本”。

而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则不同，

１９３４年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通过的苏联作家
协会章程规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

和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

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和具体地描写现实”［１０］，它虽

然也有“理想”，但其核心并不是理想化，而是“写真

实”，即要真实地反映苏联的生活，写出生活的现状

及其发展趋势。依照这一要求，苏联文学的故事情

节都是生活的自然形态，即按照生活本身的发展规

律，而不是按照作家的臆想去编造生活。例如法捷

耶夫的《毁灭》，它写一支队伍在抗击白军时，以冲

出包围圈时损失许多战士，队伍被击溃而告终。作

品在构思时原本要把主人公美谛克写成自杀的，后

来却没有这样描写，这是因为作家遵循生活的“自

身的逻辑”，主人公“带领着艺术家向前走”，终于

“没有力量自杀”［１１］（Ｐ３７３）再如绥拉菲摩维支的《铁

流》，它写一支被击溃的苏维埃军队和无组织的农

民，在撤退时，因为抱怨苏维埃政府不能给他们办

事，不能保护他们，因而不愿意服从长官的命令……

直至最后，他们受尽了千辛万苦，到达了目的地。这

时他们才感觉到：“是的，唯一的救星是———苏维埃

政权”。作者说：“我取了陷于无政府状态的、不服

从自己长官的、时时刻刻都预备着要把自己的领袖

杀害了的群众，经过了艰难，经过了痛苦，率领着他

们一直到了他们觉得自己是组织的力量的时候为

止。对于我，这已经足够了。”这样写革命的“铁

流”，完全是从生活出发的。他特别强调：“在文艺

作品 里 首 先 要 免 除 的 是 撒 谎 和 粉 饰 现

实。”［１１］（Ｐ３００－３０９）同样的情形还表现在《夏伯阳》

（《哈巴耶夫》）、《母亲》等作品中。事实已经很明

显：苏联文学遵从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

法，是坚持写真实、坚持从实际生活出发。所以我们

所看到的作品，都保持了生活的原本样式，从而显得

自然和亲切。

正因“理想化现实主义”与“社会主义现实主

义”有着不小的差别，所以笔者认为：“两结合”之前

的工农兵文学采用的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

方法的说法，是不准确的。

　　四、对于“理想化现实主义”创作方

法的思考

　　１．“理想化现实主义”的急功近利性和工农兵
文学文学性的减弱

创作方法的采用不是随心所欲的，它与写作的

目的有关，或者说，创作方法为写作目的所决定。古

典主义文学如拉辛的悲剧，之所以严格遵守古典主

义的“三一律”，是由于这样做符合实际需要，这种

需要，就是指戏剧创作服从理论的支配，服从封建王

权的统治。［１２］（Ｐ９４）；西方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如巴尔扎

克的《人间喜剧》，之所以采用批判现实主义创作方

法，充当“社会”的“书记”的职责，编制恶习和德行

的清单、搜集情欲的主要事实［１２］（Ｐ２６５），是因为他要

给人们生动地描绘出法国在１８１６—１８４８年间，在资
产阶级上升和封建势力逐步崩溃时期，整个人欲横

流的社会面貌［１２］（Ｐ２６５）；而西方现代派文学之所以采

用象征主义、意识流等创作方法，就是因为随着西方

资本主义社会种种矛盾日益加深，一些在现实生活

中感到彷徨、迷惘、不满、痛苦、失望甚至绝望的作

家，认为传统的创作方法不能充分表达他们的内心

感受，从而努力寻求别的艺术手段来表现他们特殊

的心理活动和精神状态［１２］（Ｐ３６４）。

而工农兵文学的创作目的，是“团结人民，教育

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

和敌人作斗争”［３］（Ｐ４９），它的本质是人民性［１３］。别

的同样以人民性为本质的文学如五四新文学、苏联

文学，虽然也十分重视教育性，但旨在潜移默化，而

工农兵文学却强调立竿见影的宣传效果，正是这一

急功近利性，促使它要采用“理想化现实主义”创作

方法。这种“理想化”地对现实生活的处理，能直截

了当地、尽快地、理想地宣传推翻旧制度，解放劳动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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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的革命思想和党的阶级政策，并使人民群众充

满胜利的信心。但这样一来，又减弱了工农兵文学

的文学性。从这一方面看，“理想化现实主义”的创

作方法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２．“理想化现实主义”的规范化和工农兵文学
的趋同化

当然，正如尼采所说，凡是存在的，同时是合宜

的和不合宜的，而两者都对。［１４］“理想化现实主义”

的存在自有其合宜的一面，也有其不合宜的一面，我

们所要做的，就是要使不合宜变成合宜。而要做到

这点，关键在于怎样来运用这一创作方法。

实际上，创作方法是有限的，而作品的式样和面

貌却是无限的。这是因为不同的作品，描写的生活

事件不同，对生活事件的理解和认识更是不同，因而

对事件的处理也会有所不同。由此，作品体现出来

思想意义也就不同。同是批判现实主义，在巴尔扎

克那里，我们看到的是，他的全部同情都在注定要灭

亡的上流社会即那些贵族男女身上，他唱的是上流

社会必然崩溃的一曲无尽的挽歌［１５］（Ｐ１３６）；而列夫·

托尔斯泰的作品，却是无情地揭露了政府的暴虐以

及法庭和国家管理机关的滑稽剧，暴露了财富的增

加和文明的成就同工人群众的穷困、野蛮和痛苦的

加剧之间极其深刻的矛盾［１５］（Ｐ１７５），同时也暴露出他

“不用暴力抵抗邪恶”的思想。在西方，许多名著都

是采用同一的批判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创作的，这足

以证明创作方法和作品多样性共存的可能性。

但是我国的工农兵文学作品却不然：反映土改

的、反映抗日的、反映农村合作化的同类作品之中，

生活事件及其发展脉络几乎都是相同的，因而作品

呈现出类型化、趋同化的面貌。为什么如此？就是

因为他们对于“理想化现实主义”的理解是完全一

致的，这种认识的“规范化”，所带来的对于现实生

活的一律化处理，必然使作品出现趋同化现象。这

又说明，文学创作不但可以采用不同的创作方法，而

且对于同一的创作方法，也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和运

用。只有这样，才能出现和保证文学创作的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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